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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而企业创新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困难，需要通过深入研究企

业创新的影响因素来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梳理政策决策层面因素、企业层面因素、宏观经济层面等

各项因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期为企业的持续创新和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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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市

场竞争的加剧和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企业必须不断地改进和创新，才能在市场中立于不

败之地。但是，企业创新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困难，需要通过深入研究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来

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本文旨在探讨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以期为企业提供有益的参

考和借鉴。 

二、文献综述 

（一）政府决策层面因素对企业创新影响研究综述 

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创新激励政策，主要可以分为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以所得

税为主，增值税、关税等其他税种为辅，通过税率优惠、税收减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固

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方式给予企业税收优惠待遇，降低创新投入成本；财政政策则是通过资本

金投入、无偿资助、研发补贴和贷款贴息等方式为企业提供创新经费。在税收政策方面，政

府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率优惠和税收减免等间接补偿的方式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绩

效[1]。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通过设置认定标准的方式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或企业直接给予资

金补助或资本金投入，这种直接激励的方式对创新绩效有促进作用[2]。由此可知，财政政策

和税收政策在激励企业提升创新绩效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作为资助决策主体，在使

用两种政策是有不同的考量，体现在税收政策通过“事后优惠”的方式减轻企业负担，实际

上是政府事后的变相补贴。具有良好的普适性和较强的公平性，但其短期激励效果不显著，

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看到较好的效果，但财政政策则通过“事前资助”的方式精准、有效、

精准的为企业提供创新资金[3]。尤其是初创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因科技型中小企业轻资产

较多，前期企业亟需资金流入和研发投入，政府补助比税收优惠更能直接有效地弥补其创新

活动前期投入的不足[4]。李艳华基于企业规模对不同企业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财政补贴更能

提升中小企业的创新绩效[5]。 

政府部门通过资助微观企业的创新产出，来纠正技术创新引起的市场失灵。政府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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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政策一方面通过对微观企业注入创新资源，转嫁企业开展创新研发活动的风险，另一方

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合力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生产要素流动。税收是政府调节市场

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对企业创新活动有着重要影响。税收的增加降低了企业的现金流，从

而抑制了企业创新，尤其是那些财务约束强、有形资产少的企业创新[6]，减少了企业研发投

入和专利申请数量，阻碍了新产品的推出[7]。然而，政府税收优惠政策放弃的税收收入是否

全部投入企业研发活动仍存在争议。Mansfield（1986）[8]认为企业获得的税收优惠并未有效

地投入到企业研发中，而 Hall（1983）[9]认为税收优惠对促进企业创新相对有效。。不同的

研究结论可能是由于学者们使用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数据。此外，政府支持在企业创新

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郭玥（2018）[10]实证结果表明，创新补贴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研发投

入和高质量创新成果，而非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影响不显著，其内在机制是接受政府创新补

贴的企业可以向外界发出积极信号，为企业吸引更多的创新资源。然而，李万福等（2017）

[11]发现政府的创新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但是政府政府加大创新补贴会导致企业减

少自有资金用于研发的比例，即创新补贴未能达到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投资的目的。创新活动

需要大量的初始资金用以购买先进设备和支付研发人员工资，所以创新活动对融资约束极其

敏感[12]，而科技型中小企业易受到信贷歧视，外部融资较为困难，内源融资又不足以支撑

整个创新活动，导致企业不得不减少研发投入，最终抑制创新活动和创新绩效[13]。 

（二）企业层面因素对企业创新影响研究综述 

学术界普遍认为影响企业创新的公司层面特征主要有企业规模、融资环境、所有权性质、

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五个方面。 

企业规模。企业规模是众多学者在研究企业创新影响因素最先关注的指标之一，但是现

有研究并未得出一致性结论。部分学者认为大企业拥有更多的创新资源，且具备更强的创新

能力，因此企业规模能够促进企业创新（Schumpeter，1942；Fisher 和 Temin，1973; 冯根

福等，2021）[14][15][16]。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企业规模对企业创新有负面影响（Scherer，1965[17]；

Katrak，1994；赵洪江等，2008[19]；董晓庆等，2013）[18][19][20]。与中小企业相比，大企业

可能在规模经济、风险分担以及创新投入支持等方面享有较大优势，但其内部管理层级更多、

链条更长，难以灵活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也更容易受到社会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这在一定

程度会抑制企业的创新活动。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企业规模与企业创新存在“U 型”、“倒 U

型”的关系。其中，施培公（1995）[21]研究发现，当企业规模较小时，研发强度随着企业

规模的扩大而减小，当超过某一临界点时，研发强度又随着企业规模扩大而增大，从而得到

“U 型”关系。Scherer（1965）[14]研究发现在技术创新能力超过一个临界点后，企业规模

与创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倒 U 型”关系。 

企业融资约束。在研发过程中，企业需要承担研发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资金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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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企业通过外部融资分担技术风险的难度加大，

而企业融资不足会导致创新投入下降。Hall（1992）[22]研究发现，研发活动的保密性会加剧

外部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将使企业难以获得足够的外部融资用于研发活动，

从而更多地依赖企业内部的现金流。唐清泉和肖海莲（2012）[23]从企业研发投资-现金流敏

感性视角研究发现，企业现金流对企业创新投资有正向影响。Mulkay 等（2001）[24]通过对

比法国和美国大型制造业的企业现金流与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美国企业的现金流对研

发投资的影响大于法国企业。Brown（1997）[25]对比英国的创新型企业和非创新型企业，发

现创新型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对企业现金流更敏感。这说明企业现金流对不同创新水平项目

的影响存在差异。学者从融资环境的角度研究了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Benfratello 等（2008）

[26]研究发现，银行业的发展有助于为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支持，从而增加企业参与创新活

动的可能性。贾俊生等（2017）[27]利用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信贷市场的可获得性

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但资本市场不完善的融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积极效应。白俊

红、刘宇英（2021）[28]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化有助于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增加企业内部

研发支出，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 

所有权性质。以控股股东类型所区分的所有权性质对企业研发投资和创新有着显著的甚

至是主导性的影响。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需要承担更多的社

会职能，因此其管理者可能为了自己的政治晋升目标而追求短期经济利益，从而导致企业创

新投入减少（李丹蒙和夏立军，2008）[29]。Lin 等（2010）[30]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开展研发

活动的意愿更强，并且随着国有股权比例的下降，企业会增加研发投资。然而，也有学者持

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李春涛和宋敏（2010）[31]发现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具创新性，

因为国有企业在研发过程中能够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肖兴志等，2013）[32]，更多的信贷

支持（黄瞡宜和许坤，2018）[33]，这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了国有企业的

创新投入。 

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作为企业最高管理者，企业管理层需要对企业的经营做出决策。因

此，管理者的学历背景、性格等个人特征会影响到企业的创新活动。Galasso 等（2011）[34]

研究发现，过度自信和低估失败概率的管理者更愿意追求企业创新，这种行为在竞争激烈的

行业更为明显。在此基础上，Sunder 等（2017）[35]发现拥有飞行员资格的企业管理者更热

衷于冒险和追求新奇体验，这可以促进企业的创新投资，提高专利的数量和质量。发明家高

管通过提供专业知识、实现管理层多元化、减少管理层短视行为、向企业内部的创新型员工

传递激励信号等途径促进企业创新（虞义华等，2018）[36]。对管理层的激励可以改变管理

层的行为决策，李春涛和宋敏（2010）[31]研究发现，对 CEO 进行薪酬激励可以促进企业开

展创新活动,增加创新投入,从而创造更多的创新成果。Manso（2011）[37]也发现合理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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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方案能够提高企业管理层对短期创新失败的容忍度。此外，对企业管理层不同的激励方

式也会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其中，田轩和孟清扬（2018）[38]发现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显著

促进管理层加大研发投入，进而提升创新产出水平，陈修德等（2015）[39]研究发现管理层

货币薪酬与企业研发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孔东民等（2017）[40]研究了管理层与员

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薪酬差距较小的情况下，扩大薪酬差距显著促进企

业创新；然而，在薪酬差距较高时，薪酬差距的扩大会抑制企业创新。关于董事会治理结构

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Zahra 等（2000）[41]以美国制造业中等规模企业的数据为样本，实

证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U 型”关系。Zahra 等（2000）[41]发现独

立董事的比例与企业的研发强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也有学者认为，独立董事制度能

够发挥董事会的监督职能，使企业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趋同，从而缓解代理问题（Fama 和

Jensen，1983）[42]，提高管理层的决策水平。此外，沈艺峰等（2016）[43]发现具有学术背景

的独立董事可以起到咨询作用，从而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 

企业外部治理机制。不仅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外部治理机制也影响

企业创新活动。发达的资本市场可能使企业面临恶意收购，收购威胁约束管理层，迫使管理

层保持专注和创新，从而促进企业的专利产出和专利引用数量的增加（Atanassov，2013）[44]。

然而，Sapra 等（2014）[45]发现企业并购压力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存在“U 型”关系，即随

着企业并购的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会先减少后增加。还有学者从分析师角度研究企业创新，

He 和 Tian（2013）[46]研究发现证券分析师对美国上市公司的盈余预测增加了管理层的业绩

压力，导致企业研发强度显著下降。然而，陈钦源等（2017）[47]研究发现证券分析师对企

业进行跟踪调查可以缓解投资人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水

平。从机构投资者角度来看，Aghion 等（2013）[48]发现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监督约束企业

管理层来促进企业创新。此外，外资持股对企业创新也有积极影响，境外机构投资者可以通

过知识溢出、外部监督和创新失败保险等方式，为国内企业提供更加便捷的技术来源渠道，

提升管理经营水平，从而促进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发展（Luong 等，2017）[49]。而温军（2012）

[50]发现机构持股对民营企业的创新水平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有

一定的抑制作用。也有部分学者关注媒体报道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杨道广等（2017）[51]研

究表明，企业财务负面新闻数量与企业创新水平显著负相关，反映严重问题的专业媒体负面

新闻更有可能抑制企业创新水平，但是金融类杂志刊登的负面新闻却促进了企业创新。 

（三）宏观经济层面因素对企业创新影响研究综述 

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动力由市场和生产要素逐步由技术和知

识、经济活动的效率决定，呈现出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进程的经济增长驱动力差异性。自

新古典增长模型提出经济稳态增长机制是可变的，增长过程不仅是平衡的，而且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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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实现的。Aghion 和 Howitt（1998）[52]根据新古典生产函数原理，对经济增长不同源泉

的贡献度进行测算，得出结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该结论在后续研究中得

到进一步验证。现代经济理论认为技术进步、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研发是技术

和知识产生的源泉，强调创新是保持经济稳步增长的重要因素。熊彼特（1990）[53]提出技

术创新理论表明企业的创新活动受其所处的经济环境以及经济制知识积累，多角度阐明不同

主体创新的意义，即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通过研发技术或新工艺来提升生产率，社会和

政府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为目标鼓励企业创新，以领军企业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淘

汰落后动能，以高效的产业结构带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不仅体现在专利产出，尤其是开创

性的发明创造具有革命性意义，也存在着技术外溢的风险，模仿性企业利用后发优势，减少

研发支出通过模范成果间接引发科技浪潮。科技浪潮进一步塑造了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唐

末兵等，2014）[54]。因此，全球化经济浪潮加快技术进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对促进经济

增长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经济增长动力作为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部分学者发现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这一研究的发展进程如下：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技术水平和生产率固定不变，认为技术进步

或生产率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该理论未解释生产率提高或者技术进步的原因且在现

实中，生产率和技术随时间推移或者地点不同而变化。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考虑技术进步的原

因，认为生产率提高或技术进步是依赖于各种经济决策，因为技术进步正是来源于追求利润

的企业所作出的研究与开发和产业创新，大学、研究机构的科学研究以及家庭接受教育的行

为。所有这些均设计经济主体的稀缺资源配置行为，从而将生产率提高或技术进步作为经济

模型的内生变量加以处理，以反映它是经济系统自身决定的因素。众多学者通过实证验证了

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理论。进一步，一些学者发现创新存在跨地区效应，体现在国家之间，甚

至一国的地区之间，创新区域差异效果明显。对于我国而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理论在东部

地区较为显著，在中部地区显著性低，甚至在西部地区呈现出抑制趋势。 

三、总结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以及相关理论基础，可以发现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政府

政策层面，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激励企业创新；企业层面，企业规模、融资环境、所有

权性质、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均可以对企业创新产生一定的影响；宏观环境层

面，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而创新活动受其所处的经济环境以及经济制知识积累。因

此，企业在推动创新时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既要关注内部因素的提升，也要抓住外部机遇

和政策支持，以期实现企业的持续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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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nterprise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is facing many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Through combing the 

policy decision-making level factors, enterprise level factors, macro-economic level and other factors on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ustainabl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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